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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青

1930 年，帝国主义加紧争夺中国，民族

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人民苦

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统治的扼杀与

“围剿”中艰苦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推动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力量，批判党内错误

思想，使大革命失败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

获得新生和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

路。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 12万人，

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与

地方武装力量达10万人之众，星星之火渐成燎

原之势。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国民

党反动派的力量远强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力

量，因此不能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心城

市武装起义的方式，而应根据中国实际，着眼

于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

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进行土地革命，建立

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城市，以

至全国革命胜利。因此，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

走上井冈山后，开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创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

装割据”思想。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对党和

军队建设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定，为

19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

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0 年初，虽然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已形成，但在党内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由于

思想的不统一，导致反“围剿”频频失利，红

军士气受到打击，革命状态低落。红四军第一

纵队队长林彪在1930年新年给毛泽东的“贺年

信”中提到，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党和

红军内部悲观氛围四起，红四军应该各自打游

击寻找出路。这种弥漫在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

情绪也呼唤着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的

未来方向给予坚定指导。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进一步

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担

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于 1月 5日

给林彪回信 （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

现状——“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

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泽东的判断建立在

对中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客观情况之上，

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

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

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

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农

村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党领

导的人民武装的路线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团

结全国革命力量，扩大红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

打击。由此，毛泽东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的论断，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语言把革命

的光明未来付诸笔端，拨开了党内思想迷雾，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

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

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

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

毛泽东通过这封回信进一步诠释了“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批评了以

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

的悲观思想，也纠正了欲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

义的“左”倾冒险思想。毛泽东阐明了农民工

作的重要性，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创

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 2月7日，“二七会议”在江西吉安

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

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定了党深入土地

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任务。

193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转移的关键之年，

党开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阵地，轰轰烈烈开

展土地革命，步步为营掀起武装斗争，推动新

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复兴。

（二）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

开始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广大贫困

农民分得了土地，真心拥护共产党，成为根据

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1930年前，海陆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虽已陆续开展土地革命，但由于缺乏实践经

验，土地政策存在着打击中农和富农，没收一

切土地的“左”的倾向，也存在着不开展分田

斗争的右倾错误，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有鉴于此， 1930 年的土地革命制定政

策更具科学性。

在 “二七会议”上，党确定了要深入土地

革命的任务，提出了要按照“分”“快”的原

则全面开展分田运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这就纠正了一些地区不开展分田斗争，不按照

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错误，这之后各地的土地

革命都按照中央的规定开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多次实地调

查研究为改进完善土地政策作出了贡献。几次

调研都是毛泽东在红军作战间隙挤出时间，深

入实地取得的成果。5月，为解决土地革命的

路线问题，对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制定具

体政策，毛泽东用10多天的时间在江西寻乌县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通过这次了解

寻乌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调查，毛泽东弄清

楚了城市乡镇情况，富农和商业现状，找到了

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的办

法，并撰写了 《寻乌调查》。毛泽东指出，不

能彻底消灭富农，而应该限制富农，提出了

“抽肥补瘦”的分配方案，为后来党制定根据

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奠定了基础。10月，毛泽东

在江西兴国永丰区进行了近10天的调查，调查

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写出了《兴国

调查》。调查指出：必须平分富农土地来解决

多数人的土地问题，在平分土地过程中不能损

及中农的利益。毛泽东根据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调研，有效把握了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富农

和中农的路线问题。毛泽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

坚持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维护和

实现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学依据。

结合各地实际和经验，1930年 9月在上海

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之前土地政策的

错误方向，使土地革命由1927年开展以来，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

土地政策和路线。在实际运用中，通过依靠贫

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按

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

瘦”等政策，广大没有土地少有土地的农民分

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翻了身，生产能动性提

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支

持党和革命事业的热情。1930年的土地革命实

现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为农村革命根据地

的巩固和发展，为推进革命争取了源源不断的

物力和人力，这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

一次反“围剿”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

1930 年，国际国内形势都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国

际上，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范围

内的工人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在国内，帝国主

义列强唆使国民党军阀矛盾加剧，混战不息。

但在此形势下，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却逐步

占据主导地位，使党的革命事业受到了考验和

打击。

1930年 1月 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接受

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

议》，延续了决议中的错误主张，认定党内主

要的危险还是右倾，认为党必须发动群众斗争

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

争。于是 1930 年 2 月 26 日，党中央发出第 70

号通告，忽视了革命斗争局面仍旧是敌强我弱

的实际情况，认为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积极进

攻的策略”“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

兵变” “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针对共产国

际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议，周恩来前往莫

斯科处理分歧问题，中央工作交由李立三暂时

负责。这时党内教条式的本本主义阻碍了正确

政策的推行，因此毛泽东于 1930 年 5 月写了

《反对本本主义》（即 《调查工作》），阐述

“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重要性，批判党和军

队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篇文章明确提出，“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进一步说明了对

待马克思主义“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

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共产

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实际并不了解，只有在实际

调查中得出的理论才可以作为党的正确指导思

想，这也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影响越来越

大。6月 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

决议》（即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

先胜利》）。这份决议继续对革命形势作了错

误估计，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逼近，在此

基础上要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心城市爆

发工人斗争，通过在一省或几个省的革命高

潮，取得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在这样的判断

下，李立三反对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

想，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

误的观念，认为红军要“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

道路发展”。这次会议标志着李立三“左”倾

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接着，党

中央决定发动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暴动。

7 月下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按照李立三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彭德怀率领

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内乱之际攻占敌人兵力较为

空虚的长沙，以配合武汉暴动。这次军事胜利

也导致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由于

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反扑，红三军团在短暂攻占

长沙10多天后被迫撤出。在红三军团进攻长沙

的同时，李立三还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

江。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 8 月初打到南

昌，侦察敌情后发现国民党防务严密，从敌我

力量对比实际出发，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

安义、奉新，通过发动群众筹款、宣传，扩大

红军力量，避免了“左”倾错误的负面影响。

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

和会师，3万余人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

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

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8月下旬李立

三又下达命令提出二打长沙，由于敌我兵力悬

殊，在经历 16天围攻长沙后，红军损失严重。

为避免盲目硬拼，毛泽东再次抵制错误路线，

当即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移师江西

吉安，使得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

方面军发展至约4万人。

在李立三错误路线指引下，“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幻梦破灭，党的革命事业面临严重

危害，刚恢复建立的国统区党组织暴露，党的

10多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在武汉、南京等大

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和

革命群众被捕杀，红军的力量遭到削弱，农村

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

李立三错误路线让共产国际和党内开始进

行反省和自我批判。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在 7

月下旬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

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纠正了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形

势的错误认识和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错误

观点。为在党内贯彻此次会议决议，共产国际

派瞿秋白、周恩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左”

倾错误。1930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

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瞿秋白、

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

势发展现状的过高估量，停止了其冒险主义路

线。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离开了中

央领导岗位。会议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补选

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进入中央委

员会，党在自我批评中全力扭转革命事业重回

正轨。

可是，共产国际却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

的错误干预。1930年 10月，由于共产国际对李

立三的“左”倾错误态度有所转变，对六届三

中全会持否定意见，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犯了

“调和主义错误”。在党内一直坚持“左”倾冒

险主义的王明，仗着共产国际支持，乘机带头

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号召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

关，造成党内混乱。王明的思想激进冒险，他

教条式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完全不了解中国国

情，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极端。由于新

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的米夫来到

上海后，全力支持王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

的领导人，对王明和共产国际错误说法进行批

驳和分析。12月 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

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驻上海的远东局，要求召

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改变中共中央领导，

贯彻共产国际路线。1931年初召开的六届四中

全会，开启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

达4年的统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

仍在路上。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中国

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良好作风，这在1930年纠正李立三“左”倾错

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自觉抵制李立三的错误思想，为即将

到来的反“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四）

1930年 5月至 10月，国民党内部爆发中原

大战。战争发生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

李宗仁之间，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国民党军

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

地蓬勃发展起来，土地革命持续深入进行，红

军规模扩大。在中原大战期间，红军共成立14

个军，人数约 10万，在 10余个省建立了赣南、

闽西、湘鄂赣、鄂豫皖等10多个根据地，革命

力量日益壮大，让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感不安。

5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

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红军发展和建设的相

关问题，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和作战行动。会议

对政治形势和红军的任务、战略、战术、编制

作了讨论和决议，决定主要战区的红军合编成

军团。按照会议决定和中央指示，各地红军普

遍进行了整编，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军团

等，加强了党的领导，红军整体实力提升，开

始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为红军反

“围剿”胜利做了前期准备。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从10月起便马

不停蹄从全国抽调兵力，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

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行动。

12月，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分进合击进攻根

据地，但因为战线过长，士气低迷。面对敌人

的优势兵力，毛泽东、朱德指挥4万人的红一

方面军诱敌深入，将敌军先头部队诱至根据地

中部，再将敌军分割为两群，各个击破，并擒

获了国民党此次围剿行动前线总指挥国民党军

第 18师师长张辉瓒。在 1931年 1月 3日，红军

以少胜多，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让毛泽东大为振奋，他专门赋诗一首《渔家

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

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

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将红军骁勇善战、士气

高昂的战斗状态一一记录。这场战役是红军建

立后战果最大的一次，红军成功实现从游击战

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战争中“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

敌人”的战术成为了红军游击战术的精髓。

红军能够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依托于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采取科学的战略

战术，灵活用兵；依托于党成功开辟农村革命

根据地，积极实行土地政策，使得人民群众大

力支持革命；也依托于红军实力增加的同时，

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的赤卫队、游击队所

提供的重要支援。

除了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还在统治

区进行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

知识分子和文化团体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展了

坚决的斗争。1930年 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

上鲁迅作为代表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

的意见》的重要讲话，讲话中表达了左联要服

务工农大众，与旧社会和旧势力进行坚决持久

斗争的决心。随后戏剧、美术等领域的左翼文

化团体陆续成立，左翼文化团体联合起来又成

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

组织积极创办革命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

作，创作文艺作品，宣传中国共产党，留下了

《子夜》《义勇军进行曲》等大量优秀作品，团

结了夏衍、郭沫若、瞿秋白、丁玲等先进的文

艺界人士。他们用文学艺术作为武器，深入群

众生活，把握时代脉搏，点燃革命热情，与国

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抗争。 中国的现代文化进入

了新时代。

1930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守护着革

命的星星之火，以看似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中国

革命前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坚持密切联系群

众，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革命

的顺利进行；坚持自我革命这个党最鲜明的品

格和最大的优势，面对错误思想和路线勇于刀

刃向内，让党的事业重回正轨；坚持从中国国

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工农

武装割据”道路，开启了中国复兴的大门。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油画）

《反“围剿”的胜利》（油画）


